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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佛教观研究

张　刚　李婷玉

摘　要：从王阳明佛教观出发，以儒者自身对佛教的认识与评价为契入点来呈现比较真实的儒佛关

系。认为王阳明已逐渐摆脱狭隘的宗派立场，开始在是非问题上寻求儒佛异同的答案。儒佛不只是对立

的，也是互补的，佛教许多思想内容能够为儒学所借鉴学习，尽管彼此存有差异。儒学兴衰在根本上非源

于佛教的传入，而在于儒者不能自得圣人心性之学，因此，重振儒学不必以排斥佛教为手段，而在转变儒

者专务文句辞章的虚浮学风，以学贵在为己为标的。最终彰显了王阳明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和客观公正的

为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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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自称曾笃志佛学二十年深得其端绪，即便在晚年还以儒佛互释自赞，以至时人皆目其学为

禅学。这说明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他，不唯对儒学有研究，在佛学方面亦有着独到的见解。然而，王

阳明的佛教观至今仍是个未知领域，笔者愿对此做些初步的探索工作。

一、儒佛定位

儒佛关系，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即有热烈的讨论。东晋孙绰写的 《喻道论》，认为儒佛求道方式

虽不同，但在出发点和目标两方面却是一致的；慧远写了 《沙门不敬王者论》，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儒佛

关系，认为两者可以并存而相安。在唐代，儒佛关系依然是思想界争论的重要话题。王通主张三教融

合，无分彼此；韩愈则要求消灭佛教。宋代儒士都以排佛为主，但以契嵩为代表的僧人，却主倡儒佛

互补。面对如此丰富的观点资源，王阳明是如何论儒佛关系的呢？

在儒佛关系上，王阳明首先反对宗派偏见的武断，要求定之于是非。

（郑德夫）问于阳明子曰：“释与儒孰异乎？”阳明子曰：“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

焉可矣。”［１］（２３８）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佛教长期被视为野蛮文化的代表，而对儒学道统而言，则又被视为 “异

端”。这种基于偏见的观点自然无利于正确理解儒佛关系。因此，王阳明明确反对从形式上区分 “正

统”、“异端”，要求以内容的 “是”与 “非”来判断儒佛的优劣。他又说：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

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

己也。［２］（２４８）

一种学说不能因是孔子、朱熹所说的就视为真理，而应立足是与非的判断；如果它不符合公道是

非，即便是孔子、朱熹所言也应视为 “异端”，坚决抛弃，反之，即便出自佛教，我们也应继承发扬。

正是有了这种超越宗派主义的豁达胸怀，才使得王阳明能够相对合理地理解儒佛关系。

与视佛教为洪水猛兽的儒学家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虽有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道一也，而

人有知愚贤不肖之异焉，此所以有过与不及之弊，而异端之所从起与？”［１］（８６１）佛教的流弊不在于道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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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问题，只因偏颇的理解所导致。因此，如果能撇开细节上的差异，就终极层面来看，儒佛是一

致的。在 《谏迎佛疏》一文中，王阳明曾苦口婆心地这样来劝说当时好佛的正德皇帝：“诚使陛下好佛

之心果已真切恳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则尧、舜之圣可至，三代

之盛可复矣。岂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１］（２９４）只要能得佛学之本就可以成就儒家极力称赞的尧舜盛

世，言下之意，就是认为佛至尽处便是儒了。

作为儒家学者，王阳明虽不能彻底摆脱儒家 “道统”意识的束缚，但淡薄这种意识的企图也还是

很明显的，如其云：

　　今佛氏之书具载始末，谓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寿八十二岁而没，则其寿亦诚可谓高矣；
然舜年百有十岁，尧年一百二十岁，其寿比之释迦则又高也。佛能慈悲施舍，不惜头目脑髓以

救人之急难，则其仁爱及物，亦诚可谓至矣；然必苦行与雪山，奔走与道路，而后能有所济。

若尧，舜则端拱无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则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则百姓昭明；协和万帮，则黎民于变时雍；极而至于上下草木鸟兽，无不咸若。其仁爱及

物，比之释迦则又至也。佛能方便说法，开悟君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杀，去人之贪，绝人之

嗔，其神通妙用，亦诚可为大矣，然必耳提面诲而后能。若在尧、舜，则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其至诚所运，自然不言而信，不动而变，无为而成。［１］（２９５）

通过对释迦牟尼与尧舜生平事迹的对比，王阳明虽意在验证儒学境界胜于佛的 “道统”观点，但

在无形中又不自觉地流露出他对佛教那种献身、仁爱之精神的称赞。因此，王阳明反对在儒佛之间划

出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主张 “儒体佛用”：

圣人尽性致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

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

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个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

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

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１］（１１８０）

在这里，王阳明虽称佛为 “小道”，但在 “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的心性之学方面，他认为儒佛还

是一致的，因此，不要盲目排斥佛教，而要有 “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的包容胸怀，积极吸收佛教中

有益的部分来充实儒学，为儒所用。

二、儒佛之异

王阳明虽然比较首肯佛学的价值，但不代表他完全等同了儒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他能比较

透彻地看清儒佛之间的差异，才使其能比较客观地理解和对待佛教。其实，儒佛之异是王阳明一生都

很关注的问题，并形成许多卓越的观点。

公私之异。公私之辨是儒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孔子、孟子皆主公去私。王阳明深得孔孟之法，认为

儒家主张天下为公，有为于世，以尽人间之道。他说：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

焉，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

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禅之学非

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

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

自利之偏。［１］（２５７）

儒家以人为万物之贵，与天地并立为三，人所应尽者人道，尽人道即是要理会人伦是非，关心世

事。儒家道德教化、尽心之说皆因此而设，所以是公。与儒家不同，佛家以万法为幻，以世俗生活为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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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主张遁迹山林，故背弃人伦，遗忘世事，只求个人解脱，因而是私。

动静之异。佛家视万象皆虚幻不实，无生无灭，所以主倡禅定，令心止于一处，断绝一切苦乐感

受、心神动摇，此乃佛家之静。儒家也讲静，如周敦颐就曾提出 “主静立人极”的思想。但王阳明认

为儒佛之静有着本质区别：

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

时何所分别？”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

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

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莫掩矣。”［１］（２６９）

静是儒佛共有的修养方法，从形式上看确实也基本相同。但王阳明认为，儒家之静非与动相对的

静，而是合动静为一的静，只要循于理，静即动、动亦静。佛家之静却分割动静，于动之外求静，结

果不免堕入空寂：“且欲绝世故，屏思虑，偏于虚静，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

得矣。”［１］（１９１）

善恶之异。明善去恶是儒家立论的宗旨，而佛家超脱尘世，视一切为无差异的空幻之相，自然就主

张无善无恶，因此，在善恶问题上儒佛之间有着绝对的区别。但王阳明认为，儒家所言之善在终极意

义上也是无善无恶的，如其 “四句教”云：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

知，为善去恶是格物。”［２］（２８９）这里的 “无善无恶”即指人之本性。那么，就产生了儒佛 “无善无恶”论

如何区别的问题。王阳明与学生的这番对话颇能反映这个问题。王阳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

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学生感到疑惑就问： “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

异？”佛教提倡的就是 “无善无恶”，如果儒家也讲 “无善无恶”，那么儒佛又有什么区别呢？王阳明

接着解释说：“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

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２］（１４７）换言之，儒家所谓 “无善无恶”并不是取消世间善恶价值判断，而是

指人超越个人好恶、完全遵循天理的为善境界。佛家则彻底取消了善恶分别的必要，因此不同于儒家。

有无之异。外于人心的世界、事象以及人自身究竟是一种幻象，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困惑哲学

家的千年难题。佛教认为，万法因缘而生，又因缘而灭，所以无真正的自性，世界在本性上就是一种

幻化的存在：“浮屠氏以寂灭为宗，其教务抵于木槁灰死，影绝迹灭之境，以为空幻。”［１］（１０４６）王阳明非

常反感佛家对世界的这种定性：

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

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

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

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２］（２７８）

佛教以草木鸟兽有生老病死相，故谓之无。殊不知万物的变化皆源于良知，良知即为太虚；太虚虽

无形无色，但却真实存在，不可谓无。在王阳明看来，儒佛有无之异还可由心之有无表现出来。心是

儒佛修身养性的根本。由于佛家否认世界的真实存在，所以视心也空幻不实。王阳明则认为，心不离

人伦物理，蕴藏着天地万物的本性，是最真实的存在：“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

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１］（２４５）在王阳明 ３１岁那年，因厌烦科举、训诂之
事，遂生离家出世之心，“唯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

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１］（１２２６）这说明人心本有的亲情无法祛除，是真实具在人心，所以人心不虚。

从经验层面看，心其实又可理解成念，即思想观念的集合。佛教向来以 “无念”立宗，认为只有排除

内心一切思想观念，才能获得非苦非乐的寂静之境。而儒家认为人心不可能无念，念念相续，无一时

能了，因此，人的超越不能期指无念境界的出现。

九川问： “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唯不能，愈觉扰扰，如何？”

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当自有无念时否？”先生曰：“实无无念时。”［１］（２６２）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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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川要学佛家的静坐，以求无念，但最终反而更感到内心忧扰。王阳明喻之，心念不可去，惟在

正，能以正念，虽念即静，所以佛家企图屏去一切心念的做法，无疑违背人心的自然本性。

总之，由公私、动静、善恶、有无态度等方面看，儒佛异道十分醒目。在公私方面，儒家为公，佛

家为私；在动静方面，儒家动静合一，佛家流于虚静；在善恶方面，儒家为善去恶，佛家无善无恶；

在有无方面，儒家主有，佛家志无。如此，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儒佛的主要差异便凸显于世人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于儒佛之异的揭示，自然是以儒学为坐标的，但是非优劣的个人倾向并不明显。

三、王阳明与程朱佛教观比较

宋明儒学家都很关注佛教，均以捍卫儒道为使命。但在儒家内部，不同的儒家学者对佛教态度的差

异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有必要把王阳明与程朱佛教观进行比较，从中既可丰富王阳明佛教思想的内

涵，也能发掘出其在历史嬗变过程中的特殊贡献。

“辟佛”与 “用佛”。程朱极少正面肯定佛教的价值。他们不满于佛教视世事为幻的世界观，痛恨

佛教教义的自私特征，对佛教的生死观、人性论、生活方式，都持批评态度。这种因 “辟佛”而生的

偏激态度导致他们产生近乎荒谬的佛教观念。如二程说：“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

谓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则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愿学也。

如其合于先王，则求之六经足矣，奚必佛？’”［３］以 “迹”代 “心”固然有合理之处，但行为与思想毕

竟是有差别的，故而以 “迹”代 “心”而否定佛教整个思想是不科学的；更何况这种评价又是建立在

对佛教之道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提出的，二程于佛教态度之荒谬可见一斑。朱熹的佛教态度也好不到

哪里。如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弃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 更不消

说。”［４］只因佛教出家离世，不守人伦，朱熹就判之罪大恶极之名，进而否认佛教其他方面的价值。这

种武断态度比二程有过之而无及。王阳明虽也批判佛教，但始终认可佛教自身的价值，甚至有补于儒

学的完善：“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

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１］（１２３０
－１２３１）佛教坐禅入定陷于空寂虽不对，但依然可以用来 “收放心”，弥补儒

家心性修养方法上的不足。两相比较，王阳明的佛教观无疑比程朱客观公正许多。

“佛兴儒衰”与 “儒兴佛衰”。自创宗立派以来，儒学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

但佛学的传入，使儒学的这种正统地位受到威胁，以至在隋唐佛学大盛时期，儒学被彻底边缘化。这

必然激发儒学家的卫道意识，进而反思儒家式微的原因。程朱把这一切原因直接归咎于佛教的入侵和

其对人心的蛊惑。如朱熹说：“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

杨墨，正道不明，而异端肆行，周孔之教将遂绝矣。”［４］（３０３９
－３０４０）王阳明则认为，儒学的衰败根本原因不

在佛教的传入，而在于儒学者不知明道体，专务外在功利所致。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儒家学徒都只是

在表面上争侍孔孟之道，骨子里却蝇营狗苟于个人名利，因此，许多儒学家未必有佛教徒有得道体。

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

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若有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

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

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

之所可为，而徒取辨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

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

析之太精者之过与！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

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无为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

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

言学圣人之道。［１］（２３０）

在王阳明看来，学贵在自得，而非文句辞章的记忆。但后世儒家学者却 “徒取辨于言词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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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于道体上切实下工夫，结果都自足于文字表面，不能究圣人自得之学，这是儒学衰微的根本原因。

相应，杨、墨、老、释，这些被儒家称为异端的学派，却愿意 “学仁义，求性命”，力求自得于心，虽

于道体上略有偏失，但在境界上无疑超过 “俗儒”，那么人自然就转而信奉 “异端”之学，背弃儒学。

因而，重振儒学不在积极地批判佛学之类的异端，而在于自明儒家道体，转变儒家士人的学风。“今学

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

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１］（１８６）这是王阳明首肯的他学生所说的一段话。在其来看，儒学家

不必忙于排斥仙、佛，先笃志于儒学，提升儒学家自身修养，那么异端之学不攻自灭。否则，以现今

儒者的所作所为，不要说消灭佛教之类的异端，就连佛家之人都不屑为儒，又何谈重振儒学。

当然，王阳明与程朱佛教观还存有很多相同之处，如：都批判佛教；视佛为私，背弃人伦；只求自

我解脱，不可用于治世等。这些观点在上文已作交代，故不再赘述。

四、对王阳明佛教观的检视

如上我们由 “儒佛定位”、“儒佛之别”、“王阳明与程朱佛教观比较”等三个方面，将王阳明关于

佛教的认识、理解较全面地展示了出来。面对如此丰富、深邃的王阳明佛教观，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

启示呢？

王阳明佛教观的偏失。王阳明虽出入佛老２０年，阅读过大量的佛教经典，也不乏对佛教思想的睿
智卓识，但他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并不是很符合佛教实际情况的，有许多欠缺之处。比如，关于佛教

自私自利特征的指认就值得商榷。按照儒家的立场，只有积极参与社会的修、齐、治、平，才是公，

才是正。但王阳明不知道，佛教虽然远离世俗，遁迹山林，放弃对俗世的责任，但他慈悲为怀，普度

众生，以及到处宣扬仁爱和平之道，所以不能以自私自利简单概括之，而更应说佛教只是以自己的方

式关注现实。又如，佛教虽然主张超越善恶，但不代表不提倡为善去恶。在佛家来看，人只有多行善

事，才能跳出轮回，获得解脱，“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是谓佛教”，因此，王阳明斥佛教毁灭道德的

观点是不妥的。再如，佛教虽以 “无念”为宗，但 “无念”不代表灭绝所有思想观念，而是 “见一切

法，不著一切法”［５］，所以王阳明斥佛教断绝人意识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总体上看，王阳明对佛教的认

识和理解存有一定偏颇，从而妨碍了他对佛教认识评价的完整性、完善性。

王阳明佛教观的学术价值。王阳明佛教观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所显示的学术价

值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第一，“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长期以来，佛学一直被儒家斥为异端，极力批

判，但王阳明身为儒者，却力言 “二氏之用，皆我之用”。要求人不要盲目排斥佛教，而要善于从佛教

中吸取有益思想来完善自身，显示出儒者少有的博大宽容的胸怀。第二，“定以是非”的判学原则。由

于同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习俗紧密联系，儒家非常容易形成以正统为基调的宗派主义，所以对产生

于蛮夷之地的佛教很难持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而王阳明却明确反对以 “出身”断学问高低，要求

“定以是非”，即从思想内容出发，评判儒佛优劣；合理的则为 “是”，则可吸收，反之即为 “非”，则

坚决抛弃。第三，“客观公正”的为学精神。王阳明为学如其人，光明磊落，公正无私。他不仅批判佛

教，也批判儒学，甚至对那些 “俗儒”的批判甚于佛教，认为他们还不如有修行的佛教徒。这种不护

短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王阳明客观公正的为学精神，于今之学术界亦有切肤之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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